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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卖淫行为是某个人的行为时，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个人道德问题，而当其发展到某一群体的行为甚至是有组织的行
为时，我们就不能否认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现象正在明晃晃地质问着政府
的管理职能。 

所谓“卖淫”是指“用自己肉体供不特定的他人淫乐以至性交以换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的行为。多为女子向男子
卖淫，也有男子向男子或女子、或女子向女子卖淫，但后者较少见”。卖淫伴随着动产的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早在野
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
男性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1]。古代一些民族视卖淫为向宗教献身的神圣行为，把卖淫所得上缴给神庙的财
库。古希腊的高级妓女曾因才艺出众、与政界的交往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禁娼的记录：秦代倡导贞洁，官娼为之锐减；宋时，司马光创礼教于前，程颐、朱熹
倡贞节于后，娼妓一度衰落；太平天国严禁娼妓，曾令子民谈娼色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每一次大规模的禁娼之
后，却又带来娼妓的进一步繁衍。尤其到了清末，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一些城市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华洋杂
处，繁华日盛，纸醉金迷，淫风蔚然。加之都市性别比例之不平衡，贫富不均，男女不平等，环境之不良，使一些贫女
受引诱而入火炕。[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曾采取了坚决的强制性的措施：封闭妓院、严禁私娼，收容了为数众多的
妓女，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给她们治病，教其技艺并及时地安排他们的生活出路等等，基本上取缔了公开的卖淫活
动。然而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推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卖淫嫖娼却再次死灰复燃，其范围从沿海开发城市及大都
市向中小城乡迅速蔓延，并且从数量到范围都有着不着阻挡的扩大趋势。一般来讲，传统的道德观点，对卖淫的主体—
—妓女持批判态度，认为她们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爱慕虚荣，从而选择了这一“卑鄙、无耻、下流… … ”的职业，她们位
于被一般社会成员唾弃和鄙视的位置。近年来，受女权主义观点和政府管理理念的影响以及一些学者研究视野的开阔，
也有一些人们逐步走出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和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一，从数量上看，卖淫行为中的主体和客体——妓女和嫖客，总人口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根据公安部
门统计，我国从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期间，有高达58万例参与嫖娼卖淫活动（参阅Chang, 1999年报道）。仅



在1996年，就有42万卖淫嫖娼人员被抓获（参阅UNAIDS，1997报道）。然而，据公安部门估计，事实上从事行为
的卖淫人数远比所报道的要高出约10倍之多，或估计数字为300－400万人数。另外，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
潘绥铭教授作了些计算，认为“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
后半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至于查获率问题，潘教授也进行了社会调查，并将其结果与公
安部门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是“抓获率（注：抓获率＝抓获人次/实际人数）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
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3] 

第二，卖淫活动的范围存在扩大化，卖淫活动的层次出现多样性。卖淫活动复活初期，主要存在于沿海的开
放城市及大都市。20年来，它不停地向中小城市和内陆地区蔓延。甚至有学者断言，在中国，任何一个镇和镇以
上的城市都能看见卖淫现象的踪影，曾有民谣将其戏称为“祖国山河一片红”。潘绥铭教授在《存在与荒谬》中，
将妓女分为七个等级，从处于最高层的“二奶”到最底层的“下工棚”或“住工棚”的与民工交易的女人。妓女的多样
性既反映了卖淫者来源的复杂性，又反映了嫖客的多样性，不同等级的妓女是服务于不同等级的嫖客的。 

第三，性产业的外围产业发展迅速。如果说卖淫嫖娼是性产业的核心，那么这个产业还包括一些外围的或连带的产
业。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卡拉O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是不言而喻
的。在很多城镇，冠以“足疗、理容、休闲”等名义的服务场所，多少都与卖淫行为有牵连。据近日被某公安机关查获的
一家介绍容留他人卖淫的足疗老板供述，其收入大约有近 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
娼的附加消费，他同时承认如果没有妓女卖淫恐怕那20%-30%的正常收益也难赚到手。在题为《脆弱的支持，坚强的站
立— —小姐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的文章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调研情况：在一次“严打”中，四川青龙镇所有的娱乐城和
卡拉OK厅全部关门三天。这时“小姐们”全部都走了，结果整个青龙镇上的东西都卖不出去。镇上的徐姐说：“这里的店
90%赚的都是小姐的钱，什么东西都往贵里卖，就连叫小姐来接电话，一次也要1块钱手续费。卖衣服也是卖给小姐的衣
服贵。一般卖给我们二三十块钱一套，卖给小姐就要六七十块钱。”卖淫现象的存在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老板这
样认为，社区其他人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经济上小姐还受到社区经营者的进一步剥夺。 

 

面对卖淫现象的蔓延和侵蚀，政府确实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和打击措施：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
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卖淫嫖娼的决定》，并且很多省份在这一规定下也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公
安部门抓获卖淫嫖娼者的报道也时时见诸于新闻媒体；公安部门的统计数字也表明抓获的暗娼数逐年呈上升趋势… …面对
这些我们不能说政府“不作为”，但实际的效果却让我们又不得不怀疑打击或整治的力度和范围，卖淫现象的增长依然在
招摇过市。我认为，要解释卖淫现象的增长，必须结合中国这20年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即中国在此阶段处于社会转
型的时期，卖淫现象的增长根源于某种社会原因。 

第一，从经济学角度，在供需平衡的指引下，现阶段卖淫行业存在具有高收益的特点。需求和供给是缺一不可的，
无论需求方是基于经济上的收益（一般为女性）还是基于性欲的满足（一般为男性），勿庸置疑，供需双方是同时存在
的，正所谓有需求才有市场。而对于卖淫者来说，相对于他们能从事的其他工作而言，从事卖淫行业的受益要高得多。
而对于组织卖淫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从前面讲到足疗老板的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第二，卖淫出现社区化、集中化的趋势，地区对此行业存在一定的依存度。对于卖淫集中的地区，由于与卖淫相关
产业的发展，使得当地获得了太大的利益，以至于不能舍弃这一行业。在一些几乎没有任何支柱产业乡镇，以前都很穷
困。90年代中后期，在发展经济的浪潮中，当地政府抱着引进外资的美好愿望修建了所谓的经济开发区。但是，在大规
模征用土地之后，并没有引来外资，反而占用和荒废了大量土地。开发区的人为了寻找生财之道，就逐渐建了歌舞厅
等，从娱乐活动到组织卖淫，由于各方面收益都很好，于是规模就越来越大。这种现象的发展也拉动了当地其他经济的
发展，如旅馆业、餐饮业、商业等，为当地人们提供了劳动就业的机会。从当地人们到当地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
点，地方保护主义是很明显的，故难以放弃这一行业。 

    第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面对职业的选择有取有舍。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城乡严
重分隔的二元社会，农民被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流动的自由。改革开放以
来，这种束缚日益减轻，由于人多地少，土地承受不了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镇，寻找出路，由此掀起了农民工的浪
潮，并且一直呈上升趋势。进城务工的大部分农民，由于其教育条件和自身素质的限制，大部分男性农民工以出卖自身
的劳动力赚钱，而占了相当大比例的女性民工也同样面临着选择工作。城市能够提供给她们的工作多是服务行业和制造
业的简单工种。因城市中已有一定数量的卖淫者和组织卖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女性进入了非卖淫的职业中，
而另一部分女性，由于城市提供的非卖淫职业的机会不足，他们直接进入了卖淫行业中，还有一部分女性，在进入了非
卖淫职业后，由于过于辛苦、挣钱少等原因，又退出了这些职业，加入到了卖淫这一行业中。 

    第四，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改革以来，我们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一种
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相反，取代它的是另外一种，看起来更为不公平的方式。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并且社会的消费
水平提高。这迫使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想方设法摆脱这样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部分进入卖淫业的动机。 

   第五，社会道德风气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进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道德风气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特别是在“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对性越轨的容忍度越来越大，导致了当事人的道德感、羞耻感减弱。并且还
有人，把嫖妓错误看作是财富的象征，是男性权力和声望的象征。这导致了卖淫的买方市场的扩大。 

 

    卖淫现象的增加有着其复杂的原因，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作为公民，我们有义务有必要从个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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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抵制和远离这一行为和现象，甚至依法举报；而作为政府，则应该多方面思考这一违背社会主义文明本质的现象，有
义务依法行政，更要透过现象分析其深层次的诱因，从根本上发挥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为公民营造良好的生存生
活生产环境。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吴景春，《婚姻的危机》第三章奇异的婚配，第五节 嫖客与卖淫。 

[3]《青年时讯》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卖淫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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